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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治法院制度與設置管轄 

第一節  領台初期（1895.11.20-1896.7.14） 

在 1895 年（明治 28 年），日本剛領有台灣的混亂中，關於司法事務的處理，

依同年 6 月 28 日的地方官暫訂官制規定，交由警察部掌刑事裁判、縣內務部掌

民事裁判，亦即是由地方行政官來處理司法事務。1 同年 8 月 6 日正式進入軍政

後，廢止了之前暫訂之地方官官制，改以總督府內陸軍局法官部掌管司法裁判事

務，並輔以民政局民刑課；同年十月再以日令制訂「台灣總督府法院職制」，正

式以一個專門的機關來審理台灣住民之犯罪及民事訴訟，依此軍事命令所設立的

「台灣總督府法院」，自 1895 年（明治 28 年）11 月 20 日開始運作，該總督府

法院在性質上仍屬軍事法庭，且一審終結，因此尚不屬於仿效自近代西方之獨立

於行政、立法之外的現代型法院。2 

依既有文獻所述，台灣總督府設有一法院（位於台北），以及十一個「支部」

（名稱為：宜蘭、新竹、苗栗、彰化、雲林、埔里社、嘉義、台南、鳳山、恆春、

澎湖島等支部）。雖然隔年 3 月 31 日軍政結束，該總督府法院於法律上不再是軍

事法庭，但事實上持續運作到下一階段的法院開設為止。3 

第二節  三級三審時期（1896.7.15-1898.7.19） 

1896 年，專職行使國家司法裁判權的西方式/現代型法院機構，首度出現在

                                                 
1 在當時已由日本政府實際上控制的地區，例如臺北，因屢有民事訴訟之需求出現，故曾擬設置

「臺北民事裁判所」來處理境內之民事案件。參見《台灣總督府檔案》，明治 28 年（1895），

甲種永久保存（官房），第 16 門司法，民事類，四三、「臺北縣民事訴訟取扱規則」。 
2  參考外務省編，《外地法制誌 第 5 卷 日本統治下 50 年の台湾 》（東京：文生書院，1990）。 
3  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治安狀況（下卷）》（台

北，自刊，昭和 17 年），頁 3-5、9-10（以下簡稱「警察沿革誌」）；台灣總督府法務部，《臺

灣司法制度沿革誌》（台北，自刊，大正 6 年），頁 3-4（以下簡稱「司法誌」）。但在台中地

方法院的檔案中，曾發現某一在 1896 年 6 月 10 日所為的判決，署名為「台灣總督府法院台

灣支部」。按今之台中地區在清治末期的 1887 年之後，稱為「台灣縣」，與「苗栗縣」、「彰

化縣」、「埔里社廳」、「雲林縣」等同屬「台灣府」轄區，故日治之初很可能在原「台灣縣」

轄區設置「台灣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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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終止軍政，進入民政時期後（1896 年 4 月 1 日至 1945 年 10 月 24 日），

司法裁判權不再歸軍事機關掌理，而由於日本的「裁判所構成法」並不實行於台

灣，於是總督府在 1896（明治 29）年 5 月發佈律令第 1 號「台灣總督府法院條

例」。依該號條例所設置的「台灣總督府法院」（以下簡稱「總督府法院」），係一

個專職行使國家司法審判權的一般法院，自 1896 年 7 月 15 日開始運作，而這個

以「律令」（經帝國議會授權總督制定之可發生與帝國議會之法律同一效力的行

政命令）之形式，所制定的「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遂成為規範台灣司法制度

的基本法律。 

當時的總督府法院設有地方法院、覆審法院、高等法院，分別掌管第一審民

刑事裁判與刑事預審、不服地方法院裁判而提起的「控訴」（含事實審及法律審）、

以及不服覆審法院裁判而提起的上告（法律審），其中高等法院為在台灣的司法

審判體系之最終審法院。高等及覆審法院位於台灣總督府所在地台北，地方法院

起初有十三所，即由上揭十一個支部改制而來，加上台北、台中兩地方法院，但

後來有些地院遭裁撤。 

1896 年（明治 29 年）「雲林大屠殺」事件引發民怨與國際輿論，台灣總督

府為了兼顧即時鎮壓異議份子，與避免軍隊濫殺，乃引進日本施行於明治初期但

於 1890 年業已廢除的「臨時法院」制度；依 1896 年 7 月 11 日所發佈的律令第

二號，總督府法院可即刻於事發地，設立由一般的司法官組成、管轄政治性案件、

一審終結的「台灣總督府臨時法院」，迅速審判涉嫌抗日之份子。4 

專為審判政治犯罪而設的「臨時法院」，雖有速審速決為立意的特別裁判程

序，但並非軍事法庭。臨時法院不受普通管轄之限制，臨時法院管轄事項為：「一、

意圖顛覆政府，竊據國土及其他紊亂朝憲而犯罪者，二、意圖反抗施政以暴動犯

罪者，三、意圖對具有重要官職者加以危害而犯罪者，四、觸犯有關外患罪者」

（第 1 條）。臨時法院是由五位判官組成的合議庭負責審理，原則上一審即終結，

只有例外情形時才可以提上訴或再審（第 2、6、7 條），不同於普通法院的三審

制，不過基本上，不論是臨時法院的判官或是檢察官，都是高等法院或覆審法院

的判官或檢察官所擔任，故臨時法院非但不隸屬於軍事機關，且裁判者亦是與普

                                                 
4 參見《警察沿革誌》，頁 10-12；《司法誌》，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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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法院相同的司法專業人員，故不宜比擬為軍事法庭。5 

第三節  二級二審時期（1898.7.20-1919.8.9） 

1898 年（明治 31）律令第十六號修改法院條例，並自同年 7 月 20 日施行。

當中最重大的變革，即廢除高等法院，僅剩地方法院及覆審法院等兩級，前者管

轄民刑事第一審裁判，後者則管轄不服地方法院裁判之覆審，更重要的是，經過

1898 年與 1899 年的多方折衝，台灣總督府法院，已確定就台灣地域內的民刑事

事件，具有終審裁判權，與日本內地裁判所成為相互獨立的司法體系。6 也就是，

台灣的覆審法院之上無上級法院可為第三審（上告審）判決，正式確立了「二級

二審」制。另外，臨時法院則從原本的五位，改為僅三位判官組成合議庭審判，

管轄事項再增加第五款：犯「匪徒刑罰令」所揭之罪者。 

此時期還出現排斥人民使用法院的規定。首先是，1899 年（明治 32 年）律

令第一號規定，於 1895 年 5 月 8 日以前發生訴權之民事訴訟案件，自 1899 年 4

月 1 日起，地方法院概不受理，惟嗣後再以律令第五號，改自同年 10 月 1 日起

才正式開始實施。此外，對於受重罪輕罪判決擬提起控訴者，要求需預先繳納保

證金，此種「控訴預納金」制度，事實上嚴重阻斷人民利用控訴審（第二審），

使二審形同具文。7 

職司第一審民刑事裁判的地方法院，在此時期有（1）台北地方法院，其下

置新竹、宜蘭兩出張所、（2）台中地方法院、（3）台南地方法院，其下置嘉義、

鳳山、澎湖三出張所。8  各地方法院及其出張所，自 1899（明治 32）年 6 月起，

開始辦理有關日本人（當時稱「內地人」）的「建物登記」或其他日本民商法上

登記，並自 1904（明治 37）年 2 月 10 日起，開始依「公證規則」（前一年 12 月

間發佈）辦理公證事務；此外，地方法院出張所自 1904（明治 37）年 5 月起，

                                                 
5 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1999），頁 133-134。 
6 折衝的過程，可參見同上註，頁 137-138。 
7 當時法院所受理之民事案件中，約有四分之一屬於 1895 年月 8 日以前發生訴權之案件，且大

多權義關係錯綜複雜，故此項限制可大幅減輕法院之負擔。參見同上註，頁 135-136。 
8參見《警察沿革誌》，頁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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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審理業經預審的刑事案件。9  

1904（明治 37）年 3 月時，為節省經費，廢台中地方法院，改設台北地方

法院台中出張所，以致只剩兩個地方法院。台南地方法院則廢澎湖出張所，且令

鳳山出張所僅辦理登記公證事務。為配合 1905（明治 38）年 5 月律令第三號「台

灣土地登記規則」的施行，同年月律令第四號規定地方法院及出張所應設置「登

記所」，辦理包括業主權、典權、胎權、贌耕權等在內的登記以及公證事務。隔

月，台北地方法院設四個、其新竹出張所設二個、其台中出張所設四個、台南地

方法院設八個、其嘉義出張所設三個登記所，同時廢止台南地方法院鳳山出張

所。1908（明治 41）年 8 月起，再依律令辦理船舶登記。10 

1909（明治 42）年 10 月再改為設置台北、台中、台南等三地方法院，但僅

剩宜蘭出張所，原新竹、嘉義出張所已改成登記所，登記所最多時曾有 28 所。11 

第四節  二級三審時期（1919.8.10-1927.7.9） 

1919（大正 8）年 8 月律令第四號對法院條例，做出重大修改。由於在台辯

護士與覆審法院長谷野格之推動，終於再次設立高等法院，同時雖然廢除了覆審

法院，但於高等法院內設置「上告部」與「覆審部」兩部（「部」相當於今之「庭」），

前者由五位判官合議審判，為對於第三審上訴（「上告」）、抗告與政治性的案件，

做成最終的裁判，其法律見解拘束覆審部及各地方法院；後者由三位判官合議審

判，為對於第二審上訴（日本法稱「控訴」）及抗告，做成裁判，也就是，高等

法院的覆審部相當於日本內地的控訴院，負責因不服地方法院裁判而提起之控

訴；再由原本已存在的地方法院（及其支部），或以單獨一位或以三位判官合議

的方式，負責民刑案件第一審裁判、處理刑事預審案件、及非訟事件。這些使得

                                                 
9參見《司法誌》，頁 20、27、31。關於日治時期登記制度及公證制度的詳細介紹，請參閱洪遜

欣、陳世榮撰，，《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司法篇第二冊》（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

國 49 年），頁 166-204。按至 1922 年年底為止，原則上限於涉及日本人（內地人）的民商

事項，始能依用日本民商法，故僅在此情形下，才能向法院辦理日本民商法上各類登記，但

後述依「台灣土地登記規則」所為的登記，不在此限。 
10 參見《司法誌》，頁 31-34、41。 
11 參見同上註，頁 41-47。登記所數目，參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五十一年

來統計提要》，頁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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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法院制度，雖然形式上只有二級法院，但實質上已成為三審制。12 

這個時期也將過去的地方法院出張所，改為「地方法院支部」；以前的登記

所，改稱「地方法院出張所」，仍辦理登記公證。當時設有台北、台中、台南三

個地方法院，以及宜蘭、新竹、嘉義三個地方法院支部。按日本民商法自 1923

（大正 12）年 1 月 1 日起直接施行於台灣，故此後台灣人和日本人均得以至法

院辦理日本民商法上各種登記。13 

此時期最具有意義的是 1919 年臨時法院的廢除，這使得台灣總督府法院體

系一元化。原由臨時法院所管轄之犯罪，連同日本刑法上有關危害皇室之罪及內

亂罪，一併歸高等法院上告部管轄，且以其作為第一審及終審法院，換言之，有

關政治犯罪仍由總督府法院一審終結。另外，1919 年律令第 6 號，亦廢除了重

罪輕罪控訴預納金規則，掃除了對刑案提起控訴之事實上障礙。14 

第五節  二級三審四部時期

（1927.7.10-1943.2.23） 

在內地法延長主義的影響下，1927（昭和 2）年，法院條例再為重要修改，

並自同年 7 月 10 日開始實施，台灣法院制度的實質內涵更趨近於日本內地。依

1927 年的法院條例規定，地方法院正式設置「合議部」與「單獨部」，使不服地

方法院單獨部第一審裁判者，得向地方法院合議部提起第二審上訴（「控訴」），

再有不服可向高等法院上告部提起上告（第三審上訴）；而對於合議部所為之第

一審裁判，不服者可向高等法院覆審部提起控訴，再有不服可向高等法院上告部

提起上告。15 換言之，台灣之地方法院單獨部，相當於日本內地之第一級裁判

機關：區裁判所；地方法院合議部則相當於地方裁判所，可成為單獨部裁判之「控

訴審」法院，至此，台灣法院制度已發展成為「二級四部三審」，台灣的「四部」：

                                                 
12 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41-142。 
13 參見同上註，頁 139-142、160、317-318；《警察沿革誌》，頁 27-29。地方法院支部的權限，

有可能小於地方法院，詳見《警察沿革誌》，頁 41-43。 
14 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40-141。 
15 有五類案件屬於合議部管轄：（1）訴訟標的之價格超過 1000 元（2）人事訴訟（3）破產（4）

該當死刑、無期或一年以上有期徒刑（5）該當不滿一年有期徒刑或罰金之罪但經預審。參

見同上註，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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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上告部、高等法院覆審部、地方法院合議部、地方法院單獨部，實質上

等同於日本內地之「四級」：大審院、控訴院、地方裁判所、區裁判所。故可以

說，自 1927 年起，台灣法院已跟日本內地同採「四級三審」制，只不過在台灣

係由二級法院透過「四部」，來取代日本的「四級裁判所」。 

1933（昭和 8）年，增設了台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1936（昭和 11）年，原

台北地方法院花蓮港出張所，升格為台北地方法院的支部。1938（昭和 13）年，

原台北地方法院新竹支部，升格為新竹地方法院。1940（昭和 15）年，原台南

地方高雄支部，亦升格為高雄地方法院，故此時已有台北、新竹、台中、台南、

高雄等五個地方法院，和宜蘭、花蓮港、嘉義等三個地方法院支部，以及三十八

個地方法院出張所。16 

第六節  戰爭末期（1943.2.24-1945.10.24） 

自 1943（昭和 18）年 2 月 24 日起，日本於二次大戰末期所制定的「裁判所

構成法戰時特例」依敕令施行於台灣。17  據此，凡特種民刑事案件，不得為第

二審上訴（「控訴」），故不服地方法院單獨部第一審判決，得直接上訴（「上告」）

至高等法院覆審部；不服地方法院合議部第一審判決者，則上訴（「上告」）至高

等法院上告部，換言之，已改成二審制。至同年 11 月 5 日，該戰時特例修改為：

所有的民刑案件，均採如上所述的二審制。18 不過，法院的種類及其數量，與

上一個時期幾無兩樣。19 

台灣的法院制度終究與日本內地裁判所制度有別。首先就立法形式而言，規

範台灣法院制度者為台灣總督府所制定的「律令」，不同於日本裁判所制度是由

經過帝國議會協贊之「法律」加以規範。堅持律令立法，不外是維持台灣司法制

度的特殊性，例如日本戰前的行政裁判制度，就未施行於台灣，使得台灣人民受

                                                 
16 參見同上註，頁 162，表 3-2。 
17 參見條約局法規課，《台灣の委任立法制度（「外地法制誌」第三部の一）》（東京，自刊，昭

和 34 年），附錄，頁 50。 
18 參見同上註；戴炎輝、蔡章麟撰，《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司法篇第一冊》（台北，台灣省

文獻委員會，民國 44 年），頁 311-313。 
19 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62，表 3-2。只有地方法院出張所的數目多增

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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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行政機關不法侵害其權利時，只能向行政機關提起訴願與再訴願，而無法提起

行政訴訟。因此，日本殖民統治者雖引進了迥異於華人法律傳統的現代型法院，

但其既不全然依照作為仿效範本之近代西方法制，亦有別於當時日本內地的法院

（稱「裁判所」）制度。以上有關日治下台灣的法院制度及各級法院數量，可約

略整理成表 1-1、表 1-2，各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則整理成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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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日治時期法院制度概要（1898-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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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日治時期臺灣法院之數目（1897-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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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日治時期地方法院管轄區域沿革（1895-1945） 
 
日期 法源 法院 管轄區域 備註 

本院 台北縣直轄地及基

隆淡水各支廳管轄

地 

 

宜蘭支部 台北縣宜蘭支廳管

轄地 
 

新竹支部 台北縣新竹支廳管

轄地 
 

苗栗支部 臺灣民政支部苗栗

出張所管轄地 
 

彰化支部 臺灣民政支部直轄

地及彰化出張所管

轄地 

 

雲林支部 臺灣民政支部雲林

出張所管轄地 
 

埔里社支部 臺灣民政支部埔里

社出張所管轄地 
 

嘉義支部 臺灣民政支部嘉義

出張所管轄地 
 

台南支部 台南民政支部直轄

地及安平出張所管

轄地 

 

鳳山支部 台南民政支部鳳山

出張所管轄地 
 

恆春支部 台南民政支部恆春

出張所管轄地 
 

M28/10/7 日令第 11
號臺灣總督

府法院職制 

澎湖島支部 澎湖島廳管轄地  
台北地方法院   
新竹地方法院   
苗栗地方法院  M30 年 11 月以府

令第 54 號廢止，

由新竹地方法院

代理 
M31/7/1 起依府

令 41 號由台中地

方法院代理 

M29/5/1
（開廳） 

M29/5/1 律

令第 1 號 
臺灣總督府

法院條例

（管轄區域

依行政區

劃） 
M29/9 訓令

第 118 號 

埔里社地方法院  M39/9 以府令第

44 號廢止，由台

中地方法院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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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地方法院  依 M31/11 府令

第 150 號於

11/12-M32/1/25
於斗六（及台南

地院嘉義出張

所）設立臨時法

院 
鹿港（彰化）地方法

院 
 M29/10 府令第

48 號鹿港地方法

院移設於彰化，

改稱彰化地方法

院 
雲林地方法院  M30/11 月以府令

第 54 號廢止，由

嘉義地方法院代

理，M31 年 07/01
依府令 41 號由台

中地方法院代理

嘉義地方法院   
台南地方法院   
鳳山地方法院   
恆春地方法院  M30 年 9 月以府

令第 44 號廢止，

由鳳山地方法院

代理 
宜蘭地方法院   
澎湖島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 台北縣、宜蘭廳  
  新竹出張所 台北縣下新埔、新竹

辨務署 
原台中縣苗栗辨務

署管轄地於 M34 年

11 月以府令第 67 號

改歸新竹出張所管

轄 

M42 以府令第 77
號廢止 

  宜蘭出張所 宜蘭廳  

M31/7/19 改正臺灣總

督府法院條

例 
府令第 56
號 

台中地方法院 台中縣 M35 府令第 4 號

改正台中地方法

院位置 
M37 以府令第 28
號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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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地方法院 台南縣、台東廳、澎

湖廳 
 

  嘉義出張所 斗六、北港、鹽水辨

務署管轄地於 M34
年 11 月以府令第 67
號歸嘉義出張所管

轄 

M42 以府令第 77
號廢止 

  鳳山出張所   
澎湖出張所  M37 以府令第 28

號廢止 
台北地方法院   

新竹出張所  M42/10/25 改為

新竹登記所 
台中出張所   

台南地方法院 鹽水港廳管下一圓 
台東廳 
花蓮港廳 

 

嘉義出張所   

M37/3 府令第 28
號改正地方

法院及出張

所名稱位置

管轄區域 

  鳳山出張所  M38/6 府令第 31
號廢止 

M42/10  府令第 270
號 

台北地方法院   

    宜蘭出張所 包括台東廳、花蓮港

廳 
 

  台中地方法院 台中、南投兩廳  
  台南地方法院   
     
M45/4  府令第 30

號 
府令第 33
號 

南投廳林圯埔臨時

法院（04/08-16） 
  

T02/11 
T03/3 

府令第 100
號 
府令第 9 號 

新竹廳苗栗臨時法

院

（T02/11-T03/03/03

  

T04/8 
T04/12 

府令第 50
號 
府令第 69
號 

台南廳下台南臨時

法院

（T04/08/20-12/27）

  

T09- 府令第 55
號 

台北地方法院 台北州、台東廳、花

蓮港廳 
 

    宜蘭支部 宜蘭市、宜蘭郡、羅

東郡、蘇澳郡 
 

    花蓮港支部 花蓮港廳、台東廳  
  新竹地方法院 新竹州 S13/05 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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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地方法院 台中州  
  台南地方法院 台南州  
  嘉義支部 嘉義市、嘉義郡、斗

六郡、虎尾郡、北港

郡、東石郡 

 

  高雄地方法院 高雄州、澎湖廳 S15/12 設立 
資料來源及說明：臺灣省通志稿政事志司法篇、臺灣司法制度沿革誌、臺灣總督

府檔案、臺灣法務成績集。M：明治、T：大正、S：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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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治五十年法院運作實況 

第一節  法院的人員 

第一項  人員數目 

在日本統治的前二十年，台灣總督府部分基於節省經費的考量，並不太願意

任用足夠的法律專業人員；但自 1919 年之後，其人數已逐漸增加。在 1898 年由

三審制改為二審制之後，總督府法院內的判官及檢察官，約有半數去職。在 1902

年日本當局大舉肅清台灣人「匪徒」之後，由於判官及檢察官在殖民統治上的「利

用價值」已降低，其總人數在 1904 年有明顯的下降。至 1919 年改回三審制，法

院內判官及檢察官的人數才大幅增加。20 於 1927 年，可能因為地方法院正式設

置單獨部及合議部之故，判官及檢察官人數再次躍升。此後，到日治結束為止，

判官及檢察官的數目，一直穩定成長；在 1943 年，總計有 66 位判官、及 33 位

檢察官。（參見表 2-1） 

就法官人數與人口總數之比例而言，在台灣平均每十萬人可分配到一位判

官，但在同時期的日本，平均每五萬人可分配到一位判事，顯然日本政府對台灣

司法之投資仍相當稀少。但若與同在日本統治下的朝鮮相比，台灣的判官與人口

比率，原本落後於朝鮮，但至日治後期已超越朝鮮。21 

                                                 
20 參見《台灣總督府檔案》，大正 10 年，永久保存，第六門司法，第八類雜類，「法院判官検察

官増員ニ関スル件」。 
21 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6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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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日治時期司法人員之數目（1897-1943） 

第二項  任用資格與身份保障 

第一款 判官 

總督府法院判官是由台灣總督所任命，基本上必須具備日本裁判所構成法所

定之判事資格，以確保其擁有與日本內地審判官員相同的法律專業能力，惟在日

治早期 1896 年的法院條例第 4 條規定，此項資格要求暫時不及於地方法院之判

官，不過 1898 年的改革中，法院條例已刪除此例外規定。1918 年台灣總督府曾

預先召募司法官考試及格者，於日本內地裁判所實習（當時稱「試補」），以待台

灣總督府法院有缺額時，出任判官或檢察官。22 

                                                 
22 參見《台灣總督府檔案》，大正 7 年（1918），15 年保存，第 33 卷，第六門司法，第八類雜，

「司法官試補ノ採用判官檢察官ニ轉任ノ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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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臨時法院之判官，也都是由具有高等法院或覆審法院判官資格者擔

任，原則上，檢察官亦由高等法院或覆審法院檢察官擔任（第 2、3 條）。 

1933 年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仿效日本內地之制，新設「預備判官」及「預

備檢察官」，置於地方法院及其支部或其檢察局。「其目的在於，當有內地試補司

法官或判事、檢事欲遞補為台灣總督府法院之判官或檢察官而無職缺時，台灣總

督得先任命其為預備法官或預備檢察官，到地方法院、地方法院支部（分院）、

或是檢察局就職，直到有適合其之職缺，以使其研究、認識本島之特殊情形，以

期審判或檢察業務之無憾恨。同時，地方法院長或檢察官長在地方法院法官或檢

察官發生問題或其他認為有必要之情形時，得任命同廳之預備判官或預備檢察官

代理判官或檢察官之職務，以謀司法事務之推進。」23 

台灣的判官，雖然與日本內地的判事同樣具備日本裁判所構成法所定之資

格，但是在身分保障上卻有相當大的一段差距。依照日本憲法與日本裁判所構成

法之規定，判事的身分受到較一般文官為優的特別保障，判事除非（1）受刑法

之宣告或懲戒之處分，或者（2）因身體或精神衰弱至不能執行職務，經控訴院

或大審院之總會為退職決議，否則不得違反其意願而為轉官、轉所、停職、免職，

或減俸。然而，1898 年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僅承認台灣的判官除非（1）受刑

法之宣告或懲戒之處分，或者（2）因身體或精神衰弱至不能執行職務，經覆審

法院之總會為退職決議，否則不得違反其意願而為免官、轉官（15、16 條），也

就是，台灣的判官較日本內地判官少了三項特別身分保障，即沒有不得任意轉

所、停職、減俸之保障，同時條例第 17 條創設有關「判官休職權」之規定，即

台灣總督認為有必要時，得對判官為休職之命令，受休職之判官不執行判官職

務，且只能領取本俸的四分之一。24 直到 1919 年的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才廢

止總督休職權之規定。 

第二款 檢察官 

過去雖有檢察官制但未設檢察局，1898 年法院條例明訂各法院附置檢察局，

                                                 
23 《台灣總督府檔案》，昭和 8 年（1933），永久保存，第一門秘書，官規官制類，「法院條例中

改正稟申案 律令第二號」。 
24 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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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檢察局於執行職務時，與法院係相互獨立的。各檢察局由總督於檢察官中任命

一人為檢察官長，指揮監督檢察局之事務。檢察官亦由總督任命，指揮監督司法

警察官。依 1898 年敕令第 300 號，檢察官與判官一樣，需具備日本裁判所構成

法所定判事檢事之資格，惟法院條例第 10 條仍規定，地方法院檢察官的職務，

得暫由警部長或由警部代行。
25
 

日本內地檢事的身分保障較判事為少，檢事除非受刑法之宣告或懲戒之處

分，否則不得違反其意願而為免職。然而，台灣的檢察官雖自 1899 年起已需具

備日本裁判所構成法所定判事檢事資格，卻毫無司法官特別身分保障，較內地檢

事之至少擁有不得任意免職，更不受尊重。
26
 

第二節  法律專業人員 

第一項  司法書士 

司法代書人是指受他人之囑託，以撰寫於法院及檢察機關之書狀為業之人。

一般人民以本人名義向法院進行訴訟時，通常會委請司法代書人撰寫訴訟書狀，

另外在締結民事契約時，也會請司法代書人擬定書面條款。日本的司法代書人法

於 1923 年 4 月 1 日起才真正實施於台灣。司法代書人需經過國家考試通過，以

證明具有相當的法律知識，並且對「國文」（日文）有一定熟稔，27 經所隸屬地

方法院院長認可，方可執業；雖可依核定金額收取報酬，但不得逾越其業務範圍

干預他人間之訴訟其他事件。28 

日治時期的司法代書人，台灣人與日本人均有，但人數上前者多於後者，跟

辯護士不同。且就所有司法書士而言，其數目遠超過在台辯護士總數，1907 年

全台有 791 名司法書士，但當時辯護士尚不及百人；1930 年代，司法書士大致

                                                 
25 王泰升，同上註，頁 136-137。並參見《台灣總督府檔案》，明治 34 年（1901），乙種永久保

存，第 16 門司法，雜類，一、「警部ヲシテ專任檢察官代理ノ職務ニ從事セシムル件台中縣

知事ヘ回答」。 
26 參見王泰升，同上註，頁 150-152。 
27 《台灣總督府檔案》，大正 11 年，永久保存，第六門司法，第七類退隱料扶助料，「司法代書

人法ヲ臺灣ニ施行スルノ件（敕令第四一號）」。 
28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臺北：元照，2001），頁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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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在 500 餘人，辯護士卻一直僅 100 餘人。至 1945 年日治結束時，全台司法

書士計有 469 名，當中僅有 86 名是日本人，其餘均是台灣人。29 

第二項  辯護士 

日治初期，已將西方的律師制度引進台灣。自 1898 年即依府令「訴訟代人

規則」，核可未必具有日本辯護士資格者擔任訴訟代人（類似日本明治初期的「代

言人」），受當事人委任，在法院為民事訴訟代理人或為刑事訴訟上辯護人。30 於

1900 年，台灣總督府以律令頒行「辯護士規則」，使關於辯護士事項「依用」日

本辯護士法，正式將西方的辯護士制度施行於台灣，惟原本已執業之資格並無嚴

格限制的「訴訟代人」，仍暫准其執業。1901 年甚至允許訴訟代人得登錄為辯護

士，在形式上減少訴訟代人的人數。31 於 1935 年再以律令公布「台灣辯護士令」，

該令原則上採用日本辯護士法之內容，並要求在台灣的辯護士需具備日本辯護士

法所定之資格。3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依國防保安法第二十九條及治安維持法第二十九條

之規定，為了保密並促進訴訟程序，只有事先經台灣總督指定者，始可擔任該等

案件之辯護人，這就是所謂的「指定辯護士制度」。33 於日治時期，並不存在公

設辯護人制度。 

自日治初期開始，在台辯護士之分佈即相當平均。1901 年的資料顯示，日

本人辯護士並未絕大多數集中於總督府所在的台北市，而是相當均勻地分散於全

台灣各個設有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的市鎮。34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著，以辯護士人

數最多的 1934 年為例，登錄於臺北地院及其分院者有 96 人，於台中地院及其分

                                                 
29 同上註。 
30 關於訴訟代人之執照，可參考《台灣總督府檔案》，明治 31 年，甲種永久，第四門文書，公

文規程類，九、「訴訟代人免許狀書式」。 
31 明治 33 年(1900 年)律令第 5 號，明治 34 年（1901 年）律令第 2 號。見《律令總攬》，頁 133-134。 
32 昭和 8 年（1933 年）律令第 2 號、昭和 10 年（1935 年）律令第 7 號。並參考《台灣總督府

檔案》，昭和 10 年，永久保存，第六門司法，雜類，「臺灣辯護士規則改正ノ件（律令第七

號；昭和十年官法第二一號等三件一括）」。 
33 參見《台灣總督府檔案》，昭和 16 年，永久保存，第六門司法，雜類，「辯護士指定規則制定

ノ件(府令第百十七號)」。 
34 參見《台灣慣習記事》，1 卷 6 號（1901,6），附錄；1 卷 10 號（1901,10），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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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者有 29 人，於台南地院及其分院者有 52 人。35 

在整個日本帝國內，台灣人能得到辯護士提供法律協助的機會，一般而言較

日本內地人差很多，但較朝鮮人好一些。（參見表 2-2） 

表 2-2：臺、日、朝鮮分配到一位辯護士的人口數（1921-1940） 

 

第三項  公證人 

日治早期並未設有專業的公證人。台灣總督府於 1898 年規定，日本民商法

律中屬於公證人之職務，暫由辦務署長執行之。至 1903 年，依律令「公證規則」，

公證事務改由地方法院判官辦理，但判官得使法院書記官代行之。36 日本公證

人法，自 1927 年正式施行於台灣，依該法公證人乃法院以外的法律專業人員，

自設事務所，於執行公證業務時，得向當事人收費。37 只在少數地方，才由法

院內書記執行公證人的職務。38 當時全台公證人僅六或七人，且均為日本人。39 

                                                 
35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90。 
36 《台灣總督府檔案》，明治 37 年（1904 年），永久保存，第 16 門司法，民事類，一、「公證規

則施行期日指定及公證規則施行細則發布ノ件」。 
37 而在某些特些情況下，甚至可以加成計費，參見《台灣總督府檔案》，昭和 2 年，永久保存，

第六門司法，雜類，「公証人手數料規則制定ノ件（府令第四十四號）」。 
38參見《警察沿革誌》，頁 37-39；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43。執行公證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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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民事爭訟調停 

總督府曾在台灣施行民事爭訟調停制度，此乃台灣殖民地所特有，並不存在

於日本內地。原本台灣總督府僅以府令承認地方官可為民事爭訟調停，後來至

1904 年，顧及若干地區與法院所在地距離遙遠，且為減少法院訟源，乃以律令

發佈「廳長處理民事爭訟調停之件」，改正以往的缺失，明訂調停程序，並強化

法律上的效力，該律令規定澎湖廳、恆春廳、及台東廳之廳長得處理民事爭訟調

停事件，經調停成立之爭端，即不得再向法院提起訴訟。 

依廳長民事爭訟調停制度，於發生有關財產法或身份法上紛爭時，不問爭訟

標的的價額高低，皆可向紛爭對造當事人居住地所屬的地方行政機關，繳納一定

費用，聲請進行調停。設置於地方廳或州政府內調停課的專責官員（調停官）因

而可對任何被請求解決的民事紛爭，擔任居中調解者的角色，若調停成立，則整

個調停過程及雙方達成和解的內容必須做成筆錄，當事人依據此筆錄，得向該地

方行政機關，聲請對於未履行和解條件之他方為強制執行，且任何一方不得在就

此紛爭向法院提起訴訟。40 

地方行政機關民事爭訟調停的法律性質不同於法院之裁判，但職司調停的行

政官員對紛爭所為之裁斷，經常事實上相當於法院判官所為之裁判。按該民事爭

訟調停，係地方廳或州政府基於行政權而發動，當聲請人或相對人經合法傳喚，

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調停官可依台灣違警例處以扣留或「科料」（未滿 20 元

之罰金），這使得民事紛爭的相對人幾乎沒有拒絕參與調解的自由。而在調停的

當時，調停官也經常運用官府的權威，強迫當事人「同意」其就紛爭所擬定之解

決方案，觀察台灣自 1910 年開始至日治結束，台灣地方行政機關民事爭訟調停

案件的處理情形，百分七十以上都是調停成立。總之，僅受限於強行法之規定的

行政機關內調停官，經常對於民事紛爭，以「調停之名進行「裁判」之實。41 

                                                                                                                                            
務之書記官所屬地方法院出張所，有台北地方法院台東、花蓮港、玉里等出張所，以及台南

地方法院馬公出張所。見洪遜欣、陳世榮撰，，《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司法篇第二冊》，

頁 171。 
39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70-271。 
40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96。 
4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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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民事裁判 

向有論者以為，日治時期行政機關所為的調停案件，多於法院的訴訟案件，

惟倘若將在日本民事訴訟法上屬於特別訴訟程序的「督促程序」所進行的案件，

算入訴訟案件的話，則 1899 年至 1914 年間，調停案件確實經常多餘訴訟案件，

但在 1915 年至 1919 年之間，訴訟案件已稍稍多於調停案件，於 1920 年至 1929

年間，訴訟案件的領先差距逐漸增大，1930 年以後，僅以督促案件就已經超過

調停案件，也就是台灣人民越來越多傾向使用法院訴訟，來解決民事紛爭。 

單就法院的民事紛爭裁判來看，整個日治時期大致呈現上升的趨勢。1898

年平均每十萬人，只有 81 件第一審法院民事訴訟事件，同時期的日本有 230 件。

1905 年案件率（案件總數/人口數）仍低，每十萬人才只有 67 件，但 1910 年以

爬升至每十萬人有 122 件，1915 年為每十萬人有 182 件，1920 年為 189 件，1925

年為 195 件，至 1930 年已經每十萬人有 203 件，1930 年代前半期達 200 餘件的

最頂峰。於 1920 年代至 30 年代中葉的約 15 年間，其平均的案件數，大約是日

治初 1897 年至 1905 年此一期間的三倍；惟 1930 年代中葉以後，隨著戰爭的發

生及日熾，案件數遞減，於 1940 年每十萬人有 133 件。 

逐漸熟悉西方式/現代型法院的訴訟運作，應該是台灣人利用法院來解決民

事紛爭的主因。而導致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中葉訴訟案件激增原因之一是：司

法設施增加、都市化、教育普及、經濟生活改善等大環境的營造下，一般台灣人

民透過社會學習，已較日治初期瞭解近代西方式民事法規範及法院訴訟制度，同

時，1920、1930 年代台灣的辯護士人數大增，亦可協助人們有效地使用訴訟。42 

第五節  民事登記 

1899（明治 32 年）律令第十二號「臺灣不動產登記規則」，開啟了台灣歐陸

式登記制度的先河。1905 年的「土地登記規則」，則是建立了一套關於土地私法

上權利的登記制度，針對已登錄於土地台帳上的土地「業主權」、「典權」、「胎權」、

                                                 
42 參見同上註，頁 19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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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贌耕權」等四種權利，其設定、移轉、變更、處分之限制、或消滅，除由繼承

或遺囑而發生者，非依本規則登記不生效力，但由繼承或遺囑而發生者，非經登

記仍不得對抗第三人，也就是對於舊慣上的四種土地關係，採取與日本內地不同

的「登記生效主義」。自 1923 年 1 月 1 日起，因日本民法施行於台灣，關於土地

的權利始改為「登記對抗主義」。 

配合 1905 年的土地登記規則，同年 5 月律令第四號規定：在地方法院及其

出張所管內設置登記所，使法院書記處理登記事務。同年府令第十二號也規定：

在台北台南地方法院管轄下的主要地，設置登記所。之後在新竹及臺中，登記所

總數達三十八個。 

關於建物登記，於日治前期，因台灣人有關建物之法律關係乃依用舊慣，故

無須登記，僅日本內地人的建物始須至法院為登記。不過，自 1923 年 1 月 1 日

起，因日本民法施行於台灣，故台灣人的建物與土地同樣，得至不動產所在地之

地方法院、地方法院支部或其出張所辦理登記。43 

由法院所辦理的登記，尚有：船舶登記、工場胎權登記、漁業財團抵押登記、

法人登記、夫婦財產契約登記（事實上未開辦）、商業登記（分為商號登記、未

成年人、妻、法定代理人之登記、經理及清算人之登記、各類會社之登記）、信

用組合（即今「合作社」）登記等。44 

第六節  犯罪即決 

犯罪即決制度，使得在台灣的地方行政機關，對於輕微犯罪擁有司法審判

權。早在日本領台的第二年（1896 年），台灣總督府即已將日本內地的「違警罪

即決例」移植至台灣，以律令發佈「該當拘留或科料之邢之犯罪即決例」，規定

凡該當十日以內之拘留、或一元九十五錢以下科料之刑之罪（其範圍主要涵蓋由

各廳縣所發佈的違警罪），得由警察署長及分署長或代理官吏，以及憲兵隊長及

下士在其轄區內，於聽取被告人陳述並調查證據後，即為宣判，惟對於即決宣判

                                                 
43 參見洪遜欣、陳世榮撰，，《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司法篇第二冊》，頁 192-194。 
44 參見同上註，頁 19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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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地方法院請求為正式的裁判。45 

為了進一步減少刑事法院的案件負荷，並推廣罰金刑與笞刑的使用，台灣總

督府於 1904 年依律令第四號，擴大可即決之犯罪的範圍，強化了名義上由作為

地方行政首長的廳長即決，實際上由高階警察官擔任「即決官」的「犯罪即決」

制度。亦即犯罪即決官（警察官）可審決的案件包括：（一）該當拘留或科料之

刑之罪（包括「違警罪」在內）、（二）應科處主刑三個月以下重禁錮（相當於今

之「有期徒刑」）之賭博罪（1909 年後增列：暴行未至傷害之罪）、（三）應科處

主刑三個月以下重禁錮或百元以下罰金之違反行政諸規則之罪。值得注意的是，

再搭配同年律令第一號所公布的「罰金及笞刑處分例」，經由宣告或換刑為罰金

或笞刑，以及實務上由警察官署內拘留處所來行拘留或一個月以內有期徒刑等方

式，這些犯罪即決案件得以在警察官署內完成「偵查、審判、執行」的程序，除

非被告如下所述請求法院為正式判決。46 

由警察官署受理的犯罪即決案件，依法仍有兩個管道回歸法院的檢察官或判

官處理，雖然事實上很少發生。首先，即決官署於受理刑案後，若認為該案應科

處的罪名或刑罰程度已逾越犯罪即決例允許之範圍，而屬不能即決之罪，或以不

即決為妥當，或有其他不能即決之罪俱發，則應將該案件移送法院檢察官。其次，

受犯罪即決宣判者，若對之不服，得於一定期間（3 或 5 日）內，向即決官署聲

請由法院為正式裁判。直到日治末期為止，一旦刑案繫屬於即決官署，其結果總

是有罪宣告，且僅有極小比例的案件嗣後被移送至法院處理。47 

第七節  刑事案件 

在日治初期，因日本統治當局不願投入太多國家資源於，那些相對較輕微的

非政治性的一般性犯罪，故法院內刑案的數量並不多，自 1895 年 11 月至 1896

年 3 月，台灣總督府法院總共受理 346 件刑案，當中以竊盜者最多（158 件），

強盜居次（55 件）。而自 1898 年至 1902 年，隨著台灣總督府實際管轄區域的擴

                                                 
45 關於使用犯罪即決制度的理由，可參見《台灣總督府檔案》，明治 37 年，民總 3309，犯罪即

決ニ關スルモノ類，「犯罪即決ニ關スル律令發布ノ件」。 
46 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262-264。 
47 參見同上註，頁 2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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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院所受理的一般犯罪案件逐年增加。 

為了防止犯罪的蔓延，台灣總督府在台灣建立了一套完整而嚴密的犯罪控制

體系（參見表 2-3）。首先對治安有潛在危險性的人，於 1906 年制定了「台灣浮

浪者取締規則」，將居無定所、無固定職業，且有妨害公安、擾亂風俗之虞者，

進行「戒告」，戒告後仍不改其行為者，將被送往固定之住居所強制就業，基本

上這些「浮浪者收容所」名稱雖不同於監獄（刑務所），但每日課以的作業幾乎

沒有兩樣，這種強制作業的「保安處分」，實際上是對一個未犯罪之人，給予近

似有期徒刑的制裁，卻是由警察官以地方行政官廳首長的名義，經台灣總督認

可，即可做成裁決，且無司法救濟機制存在。48 

整個犯罪控制體系的偵查工作，皆由深入人民日常生活且掌控保甲長的警察

系統負責發動。警察若認為某人有犯罪行為，則可能依兩種方式加以處理，其一

是移送法院的檢察局，由檢察官繼續偵察並決定是否提起公訴，一旦起訴則移由

判官依刑事訴訟程序進行審判，若被判有罪確定，則依檢察官之指揮，在監獄執

行刑罰。其二是由同屬警察系統的犯罪即決官，依犯罪即決程序審決，且犯罪即

決官署通常逕自執行其所定之處罰，基本上警察多是以第二種途徑來處理所認定

的犯罪嫌疑人。如後所述，法院主要被用於處理應科處較重刑罰之犯罪。 

至 1930 年代前期，本於日本內地延長主義，一些日本的刑事法規被實施於

台灣，例如台灣刑事令依用 1930 年日本制定的「關於盜犯等防止之件」，1933

年日本的刑事補償法亦經施行勅令之指定而直接在台灣生效，但台灣殖民地特有

的犯罪控制體系，仍然維持不變。 

 

 

 

 

                                                 
48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1999），頁 26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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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日治時期犯罪控制體系（1909-1945） 

 

究竟刑事案件有多少係由警察官署為犯罪即決宣告，而又有多少是由法院檢

察官及判官為正式裁判？由下揭表 2-4 可以看出，基本上警察官署的犯罪即決案

件數，遠多於法院所處理的刑事案件數，在 1905 年至 1915 年之間的法院刑案數

目，大致上與 1900 年代初期相當接近，而 1910 年代後半期及 1920 年代，是整

個日治 50 年當中，刑事案件最經常使用法院程序的時期，但也僅約四分之一的

刑事案件係法院為正式的司法裁判，其餘的四分之三仍由警察官署為犯罪即決。

1930 年代初期，犯罪即決案件的比重又逐漸攀升，至 1930 年代中期以後，整個

情勢又回復到過去在 1905 年那時候的狀況，亦即平均若有一件刑案是由法院檢

察官或判官處理，則已有六件刑案係由警察官署逕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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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日治時期由法院或犯罪即決官署所處理之刑事案件數目（1897-1942） 

 

    如前所述，幾乎所有進入犯罪即決程序者都被判處有罪，故觸犯輕微犯罪者

大概皆難逃即決官署的制裁，但每個進入法院的嫌疑人或被告，並不一定被認定

為係犯罪者。台灣總督府檢察機關就其受理案件的不起訴處分率，從 1910 年起

即一直是超過 50％，在 1930 年甚至接近 80％（表 2-5），雖然大部分的不起訴案

件是由於罪證不足，仍有許多案件係因檢察官認為無起訴必要故便宜上不起訴

（起訴猶豫），犯罪嫌疑人遭起訴後，尚有一部份於預審程序獲得免訴判決。既

經這兩層的過濾，刑案於一般審判程序中獲判無罪者已很少。於 1910 年至 1935

年間，因不起訴處分率的提升，法院刑案的無罪率，降至約 2.5％。在戰爭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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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不起訴處分率下降，無罪率也跟著下降。 

表 2-5 日治時期司法機關為不起訴處分、預審免訴判決，以及第一審無罪判決之

比例數（1897-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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